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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信息公开案件司法审查调研报告

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在现代公共行政制度体系中兼具着多方面的制度功能。在国家公权力向社会转移的大背景下，政府信息公开是公民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的制度前提；在行政合法性重塑、正当性更注重民主标准的趋势下，政府信息公开更具监督行政机关合法、正当地行使行政职权的工具价值；政府信息公开也是我国阳光政府、透明政府建设的制度担纲者。
在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建立和完善的过程中，法院对政府信息公开案件司法审查，对该制度的发展和完善具有不可替代的推动作用。因此，通过对司法实践的深入了解，来审视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案件司法审查的基本情况、困难以及对策，就显得十分重要且迫切。2013年6月以来，北京大学公众参与研究与支持中心（以下简称“中心”）通过在北京、深圳、沧州等地区的调研访谈，以司法审判的实践为基础，对中国政府信息公开案件司法审查的基本情况进行了梳理，针对诉讼中出现的问题以及对策进行了研究与分析。
（1） 政府信息公开案件司法审查的基本情况
1．政府信息公开案件数量快速增长

我国自2008年《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称“条例”）颁布实施以来，政府信息公开案件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例如，2008年《条例》颁布实施当年，北京市各级法院审理的政府信息公开案件仅10件，而2009年北京市各级法院审理政府信息公开案件的数量猛增至147件，到2010年时，北京市政府信息公开案件的数量已经达到2009年的近3.5倍，达503件之多。2011年和2012年北京市政府信息公开案件数量较2010年继续增长，分别达到578件和551件。

这种情况在全国其他省市也较为明显，四川省2008年各级法院仅审理了1件政府信息公开案件，而在2009年该省各级法院审理政府信息公开案件数量增至15件，实现了政府信息公开案件从低到高的迅速转变。深圳市2012年各级法院共审理政府信息公开案件224件，与2011年审理的33件相比，增加了578.8%。

2．政府信息公开案件多涉及基本民生问题

结合近五年法院受理政府信息公开案件的情况来看，当前的政府信息公开案件绝大多数涉及到基本民生问题。以广州市为例，该市2008年各级法院共审理政府信息公开案件9件，主要涉及区建设市政局个别道路开挖收费情况、产权历史信息资料、有关聚得花苑解困房售价成本构成以及法律依据公开等；2009年该市共审理政府信息公开案件3件，案由为对行政处罚、劳动保障、产权历史资料等信息申请公开不满意；该市2010年审理的6件政府信息公开案件，主要涉及残疾人保障、产权历史资料、城乡改造等；2012年审理的17件政府信息公开案件，主要涉及征地补偿、工商执法、城乡改造、教育资源、环境保护等。

而在浙江省各级法院的司法实践中，该情况也得到了印证。据统计，浙江省2008年5月1日至2009年5月31日期间，在浙江省各级法院审理的政府信息公开案件中，涉及国土资源、规划、乡镇政府、房管、公安等基本民生问题的案件占全部案件的87.04%。

3.法院裁判结果以“裁定驳回起诉”居多

在实践中，针对政府信息公开案件，法院裁判结果主要包括裁定驳回起诉、判决驳回诉讼请求、判决撤销行政行为、判决确认违法、判决行政机关履行职责等情况。根据近五年来政府信息公开案件司法审查的情况来看，在上述各种裁判结果中，裁定驳回起诉的情形数量最多。以北京市近三年一审情况为例，该市2010年各级法院共审结一审案件264件，其中裁定驳回起诉的案件达234件，占一审审结案件的88.6%；2011年北京市各级法院共审结一审案件410件，其中裁定驳回起诉的案件达171件，占一审审结案件的41.7%，在各类裁判结果中仍占最高的比例；在2012年该市审结的336件一审案件中，裁定驳回起诉的案件达131件，在各类裁判结果中数量仍属最多，占一审审结案件的39%。

4.法院判决支持原告的情况较少

自《条例》颁布以来，政府信息公开案件的数量迅速增加，但根据目前的实践来看，原告胜诉的情况仍然较少。例如，北京市2008年一审审结的政府信息公开案件中，法院均未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在2010年审结的264件一审案件中，判决支持原告的仅14件，占总数的5.3%；2012年该市一审审结政府信息公开案件336件，其中法院判决支持原告的共59件，占总数的17.6%。

（二）政府信息公开案件司法审查中的问题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出台使社会舆论普遍对司法审查助推政府信息公开寄予厚望，公众个人及民间团体等组织要求政府部门公开信息的申请日渐增多。相应地，各级人民法院受理的政府信息公开案件也在逐年增多。现下，政府信息公开案件不仅成为人民法院行政审判的一个新的数量增长点，也成为司法实践中一个新的难点。

1.受案范围中“合法权益”的认定

《条例》第33条第2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依法申请复议或者提起诉讼。该款是政府信息公开案件受案范围的基本依据，对于该款中的“合法权益”界定，《条例》本身未作进一步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中也未作具体规定。这种较为抽象的规定导致了司法实践中对于“合法权益”界定的困惑，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该款中的“合法权益”应当与《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受案范围结合起来理解，即将“合法权益”认定为“人身权、财产权”，而不包括与“人身权、财产权”无关的知情权，从而将政府信息公开案件的受案范围限定于“侵犯人身权、财产权的具体行政行为”；第二种观点认为，政府信息公开诉讼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保障公民的知情权，无论行政机关信息公开行为是否侵犯相对人人身权、财产权，只要对公民的知情权构成了侵害，就应当纳入政府信息公开诉讼的受案范围。例如，在2010年“黄某诉上海市浦东新区某镇人民政府公开申请告知行政行为上诉案”中，原告黄某虽然未能证明某镇政府未主动公开该信息对其个人的人身权、财产权造成侵害，但法院仍然受理了该案，并对该案进行了实体审理，最终以判决驳回诉讼请求的方式审结该案，而没有以不属于受案范围为由裁定不予受理或者驳回起诉。

2.原告诉讼资格的认定

《条例》第33条第2款规定，政府信息公开诉讼的原告是“认为行政机关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2条规定：“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该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因此，与政府信息公开行为是否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及是否具有应保护之合法权益，是考量原告是否适格的重要因素。但是，在实践中关于原告的诉讼资格就产生这样的问题：是不是原告需要同时满足“合法利益”受到侵害以及《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意义上的“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因为《解释》中所谓的“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具体指的仍然是相对人的人身权与财产权受到侵犯，知情权能否划入“利害关系”体系中，仍然存疑。
一种观点认为，相对人要同时满足两项要求才能成为适格原告。另一种观点认为，只要满足两项要求中的一项，原告就是适格主体。在深圳市花半里花园业主委员会诉深圳市规划局龙岗分局不履行政府信息公开法定职责一案中，在建的朝阳里雅苑小区与原告所在的花半里花园小区毗邻，原告担忧朝阳里雅苑小区一旦建成，势必造成两小区间市政道路过窄、无消防通道、楼间距太近等问题，于是原告代表530户业主填写了《深圳市龙岗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要求被告深圳市规划局龙岗分局以纸质或光盘的形式公开有关政府规划信息。在法院判决中，法院认为，“原告要求被告公开两小区的相关规划信息，就是想知晓被告保存的该规划信息是否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为他们进一步寻求救济提供证据支持。本案原告的知情权，正是司法应给予切实关注和保障，使其真正有效实现之合法权益”。可见，法院在这一案件中关注的是原告的知情权受到侵犯，即原告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就说明相对人是案件的适格原告。

3.政府信息公开案件中的“信息不存在”

根据《条例》第21条第3款规定，行政机关可以以“政府信息不存在”为理由拒绝向相对人公开政府信息，在实践中，答复“信息不存在”越来越多地被行政机关当做处理政府信息申请的重要手段，甚至成为行政机关未公开政府信息的主要理由。例如，上海市浦东新区法院在2012年1月至5月期间，共受理62起政府信息公开案件，其中答复不属于政府信息的6件，直接答复不予公开的2件，答复不属于本机关职责的9件，答复主动公开或依申请公开17件，答复申请不符合要求而不予公开的2件，答复不属于公开范围的2件，其他答复2件，而答复“信息不存在”的案件高达22件，占总数的35.5%，居各种答复类型之首。同样，在北京市各级政府2012年已经答复的16468件申请中，答复“信息不存在”的达4130件，而答案非政府信息的仅297件，答复非本机关职责的仅2016件，直接答复不予公开的仅421件。

在行政机关提出众多“信息不存在”的情形中，主要可以分为五中情形：第一，申请人申请的政府信息名称不准确，被告经过检索未找到与原告要求相一致的政府信息，因而答复“政府信息不存在”；第二，申请人申请的政府信息不属于被告制作或保存的职责范围，故被告答复“政府信息不存在”；第三，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虽然属于被告职责范围，但被告从未制作或保存，行政机关由此答复“政府信息不存在”；第四，该政府信息曾经制作或获取过，但因灭失或未经保存等原因而不复存在；第五，该政府信息存在，但政府出于某种目的而答复信息不存在。针对上述五种情形法院应当如何处理，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没有具体规定，而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如何处理这一系列情形也一直存在着争议。

4.过程中政府信息与公开范围

《条例》第8条规定：“行政机关公开政府信息，不得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第14条第4款规定：“行政机关不得公开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这两条规定大致确定了政府信息公开应有的边界。但公开范围在实践中仍存在一定的问题。主要问题是，政府内部的文件或过程中政府信息是否应当公开。《条例》没有明确说明“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信息”是否应当公开以及其公开的时机，是职责履行完毕应当公开？还是在履行职责过程中任何环节都要公开？ 

一种观点认为，该类政府信息不能公开，因为一经公开就会影响决策过程，导致参与决策者不能畅所欲言。在“袁裕来与安徽省人民政府不履行政府信息公开法定职责纠纷上诉案”中，法院认为，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公开的政府信息，是被上诉人在行政复议案件程序中，为妥善处理好复议案件，在对法律、政策把握不准情况下，向有关机关的请示，应当属于行政机关内部的请示材料。由于行政复议还未形成最终结果，该请示材料能否对复议案件起到影响，最终该材料确定为不对外公开的内部答复，还是形成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而对外发布，仍处于不确定状态，故该政府信息不应当公开。

另一种观点认为，只要不属于《条例》规定的限制公开的范围，该类政府信息也应当公开。在“吴啟群等四人诉杭州市人民政府不履行信息公开法定职责案”中，行政机关以申请人申请的信息属于限制阅读的政府内部公文，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范围为由，拒绝公开信息。法院在判决中认为，“被告辩称该文件属限制阅读的政府内部公文，只限一定范围内的人员知悉，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范围，但其提供的法律依据不能证明其的辩称理由成立，法院不予支持”。在行政机关不能证明被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情况下，仅以该信息属于限制阅读公文为由不履行公开的法定职责，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4.政府信息公开诉讼对实质性纠纷的解决

政府信息公开诉讼的目的之一，是能够尽量实现行政机关和行政相对人之间的纠纷做到“案结事了”，从而减轻原被告双方的诉讼负担，节省社会资源和司法资源，并且防止行政纠纷发展为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然而，从近几年的司法实践来看，这一目的实现的情况并不理想。政府信息公开诉讼对纠纷的实质性解决难度仍然较大。其原因主要在于，原告向法院提起政府信息公开诉讼的目的往往并非单纯是为了满足知情权，而是把政府信息公开诉讼视为一种“工具”，用以达到诸如维护拆迁补偿权益、揭露行政机关其他违法行为等实质性目的。

例如，河北省沧州市自2008年以来至今，共受理政府信息公开案件14件，其中2009年和2010年共受理12件，占总数的85.7%。之所以出现2009和2010年两个年份政府信息公开案件骤增，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这两个年份正处河北省三年建设发展的高速期，因此征收征用土地、拆迁补偿的行政行为比较多。这一时期法院所受理的政府信息公开案件中，多是以土地征收征用所引起的。此类情况在南京市法院受理的政府信息公开案件中也有明显体现，该市2008年至2010年期间共受理政府信息公开案件49件，其中34件涉及土地征收和房屋拆迁，占总数的69.39%。

这种现象在政府信息公开诉讼的个案中也十分常见，例如在2010年“黄某与上海市浦东新区某镇人民政府公开申请告知行政行为案”中，原告黄某提起政府信息公开诉讼前坚持认为横港村9组原仓库改建存在违法行为，并已向有关部门举报，原告申请政府信息公开以及提起政府信息公开诉讼的目的，并不单纯地为了满足知情权，而仍在于确认横港村9组原仓库改建存在违法行为。又如，在南京市“王长斌等诉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政府征地信息公开纠纷案”中，原告提起政府信息公开诉讼的目的仍在于维护其在土地征收及补偿过程中的合法权益，政府信息公开诉讼仅仅被当作一种手段而已。

在这类政府信息公开诉讼中，原告如果认为其实质性目的没有达到，即使政府信息公开纠纷已经得到解决，原告也仍然会继续采取其他措施。这也能解释在实践中，部分原告在政府信息公开纠纷已经得以解决后仍然不断申诉或另寻诉由再次提起诉讼的现象。
（三）对政府信息公开案件司法审查的建议
1.对《条例》33条中“合法权益”的内涵进行宽泛把握

《条例》第33条第2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依法申请复议或者提起诉讼。对于该款中“合法权益”的明确界定，关系到政府信息公开案件的受案范围，对于政府信息公开案件司法审查的构建十分重要。我们认为，公民的知情权是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得以建立的基石，是公民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的基本前提，也是我国建设阳光政府、提高行政透明度的必要手段。《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立法目的正是为了保障公民的知情权，鼓励公众参与国家、社会的管理，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因此，政府信息公开诉讼相较于一般行政诉讼而言，更强调公民知情权的保障，在界定“合法权益”时理应包含公民的知情权，如果仅仅依照《行政诉讼法》中“人身权、财产权”来界定《条例》中的“合法权益”，排除与“人身权、财产权”无关的知情权，会导致《条例》特殊法律价值的贬损，与立法原意相悖。

2.正确界定原告资格

在原告资格问题上，首先的问题是，原告是否需要同时满足“合法利益”受到侵害以及《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意义上的“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我们认为，实际上，在政府信息公开案件中，相对人受到侵犯的权利主要是知情权，如果法院在审判中以《行政诉讼法》语境下的“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去审查原告资格的话，必然会导致原告的知情权不能在法院得到救济，这从根本上违背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精神。所以，法院在审查原告资格时，只需满足“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或者“与信息公开行为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二者中的一个条件即可认为原告适格。

3.对“信息不存在”的情形进行区别处理

我们认为，对于前述“信息不存在”情形的处理不能一概而论，而应当对各种情形进行区别处理。具体说来：对于上述第一种情形，行政机关在告知相对人所申请政府信息名称不准确后，相对人仍然不补正申请而坚持原申请的，行政机关进而答复“政府信息不存在”的，法院应当认定该政府信息确实不存在，应当采取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等方式处理。对于上述第二种情况，申请人所申请的政府信息确实不属于本行政机关职责范围，不得直接答复“信息不存在”，应当按“不属于本机关职责范围”处理，并且应当按照《条例》和《规定》审查该政府信息能否确定其应当归属的行政机关，如果能够确定，还应当告知申请人相关机关的名称和申请途径。对于上述第三种情形，如果被告有证据证明其确实尽到了索引义务，并没查找到原告申请的政府信息，法院对被告答复“政府信息不存在”的处理行为应当在裁判中予以支持，同时，原告可以对被告“应当制作而不制作”的行为另行寻求权利救济。对于上述第四种情形，行政机关同样可以直接答复“政府信息不存在”，但必须就不存在的原因进行说明，并在政府信息公开诉讼中对此承担举证责任。对于上述第五种情形应当进行区分，如果该政府信息存在，但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等不予公开的事项，行政机关应当按“涉及国家秘密不予公开”等情形答复，而不是答复“信息不存在”；对于未涉及不予公开事由，仅仅因为行政机关怠于履行职责的情形，法院应当判决撤销该答复或确认违法等。

4.合理地处理过程中政府信息

过程中政府信息实际上是借鉴了美国《信息自由法》的相关规定，司法实践中对此类政府信息是否应当公开的两类观点各有其道理，但又偏离了这一问题的基本考虑。之所以规定过程中政府信息不予公开，是因为公开此类信息会导致行政决策人员不能畅所欲言地表达观点，如果政府机关获取的信息在行政过程的每个环节都要公开，这就不利于行政活动的开展，也影响行政效率。但是此项规定也有例外。例外之一，决策过程中的事实材料可以公开，因为事实材料并不代表个人观点，因此决策的每一环节收集的事实材料仍然是可以公开的。例外之二，决策人员的个人观点一旦被采纳为法律政策或法律解释，那么这些信息也可以公开，只需要把其中的个人信息屏蔽，而只公开成为法律政策的观点。所以法院在审判实践中，要对过程中政府信息进行区分，既要考虑“三安全一稳定”条款，又不能一味地认为被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属于“过程中的信息”就不予公开，过程中政府信息不能被当作不公开政府信息的理由，其本身就首先要经过法院的区分，过程中政府信息中的事实材料和已经形成法律的政府信息是应当公开的。

5.权范围内对实质性纠纷进行协调

针对部分原告将政府信息公开诉讼视为一种“工具”，用以解决诸如拆迁补偿纠纷等实质性问题的情况，法院可以对原告起诉的政府信息公开纠纷以法定形式进行裁判，同时，在职权范围内对政府信息公开诉讼背后的实质性纠纷进行协调，以保障能够真正实现“案结事了”。在司法实践中，南京市等地方法院已经开始了这样的实践，并且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不仅化解了原告、被告之间的政府信息公开纠纷，也化解了该纠纷背后原告、被告的实质性纠纷，有利于节省司法资源，维护社会的安定。例如，南京市2008年至2010年期间，法院裁定撤诉的案件有30件，其中法院通过协调而解决了原告实质性纠纷的案件达到9件，占所有撤诉案件的30%，有利于达到“案结事了”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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